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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基于世界 123 个国家( 地区) 的截面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国别谷物单产与农户经
营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呈非线性关
系，当农户经营规模小于 12. 474 公顷时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当农户经营规模大于 12. 474
公顷时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 单产对农户经营规模的弹性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当农户经营

规模小于 12. 474 公顷时弹性为正，当农户经营规模大于 12. 474 公顷时弹性为负。这表明，
保持适度的农户经营规模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
产的提高有推动作用，尤其农地经营规模大于 12. 474 公顷时推动作用更明显。对于亚洲国
家来说，受自然禀赋和人口数量的影响，农地经营规模不一定越大越好，适合本国国情的小

规模农户经营模式有助于单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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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与农户或农场的收入和福利存在着直接联系。农户或
农场平均规模( 以下统称为农户经营规模) 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受自然禀赋决定和历史因

素影响，世界各地农户经营规模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美洲和大洋洲及具有殖民地背景地区的农场规
模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差异较大，如日本、韩国、中国户均规模分别为 2. 4 公顷、1. 5 公顷、0. 6 公
顷，而澳大利亚、南非、美国户均规模则分别达到 3243. 21 公顷、288. 32 公顷、178. 35 公顷。
农户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贸易集聚特征联系密切。受世界人口分布集中度的影响，农户经营规模

相对较大的地区又通常为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而户均规模较小的地区又是人口集中的地区，这也导

致美洲和大洋洲及具有殖民地背景的地区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集聚的地区，而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

的亚洲等地区则成为世界农产品进口集聚地区。从表面上看，贸易集聚主要与不同地区间的资源禀
赋存在直接联系，但农户经营规模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尤其是与新技术应用的组合影响对世界未来
农业生产潜力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农业正面临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耕种后继之人的困境，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

时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研究国家层面上农业生产力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
希冀在单产达到最大化并保持良好土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为寻找最优农户经营规模提供理论依据，

这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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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间是否存在显著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的范式差异及其解释是农业
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经典范式的观点认为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很多关
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反向关系的存在( Sen，1962; Berry，1979; Fan 等，2005 ) 。其中，
Sen( 1962) 在对印度的农业考察中发现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存在反向关系。Berry( 1979)
在巴西和印度所做的农村调查数据也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解释主要归因于要素市场失灵、规模扩大导致

劳动力监督成本增加、风险规避和信贷市场不完善、漏掉重要解释变量等原因( 石晓平等，2013) 。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是导致两者呈反向关系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市场二元性和劳

动力监督成本两个角度分析( Carter，1984; Feder，1985; Ｒeardon 等，1996 ) 。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
场发育不完全带来的就业机会匮乏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小农家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低于雇佣劳

动力工资，从而造成小农家庭劳动力过剩，这将促使小农家庭比大农户投入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进而

带来较高的土地生产力。
在土地市场失灵方面，受经济水平和政府政策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租赁市场和土地买卖市

场发育不完善，导致土地资源无法合理分配到拥有更高生产率的小农家庭中，小农只能通过劳动力代

替土地获得较高的土地生产力。可见，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失灵，导致不同规模的农户在劳动力投
入上存在差异，进而造成土地生产力有所不同，使得农地规模与土地生产力之间呈反向关系。需要指
出的是，Benjamin( 1995) 指出漏掉重要解释变量( 土地质量差异) 是导致农业生产力研究结果差异的
重要原因。
在劳动力监督成本方面，小规模农户主要使用生产积极性较高的家庭劳动力，劳动力监督成本较

低，而大农户所雇用的劳动力生产积极性相对较低，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用于监督，而且劳动力

监督成本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减( Bardhan，1973; Eswaran 等，1986;
Heltberg，1998) 。
在信贷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市场发育不健全，尤其是对农户的信贷更是进行了严格的限

制。受较低的家庭收入和抵押品缺乏等因素的限制，小规模农户在要素投入方面面临信贷约束，只能
投入过多的劳动力代替金融资本、提高劳动力投入强度，以此获得较高的土地生产力。
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呈反向关系的结论与解释尚存质疑。受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

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大量化肥等要素投入影响，农业生产正逐渐减少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受国

家农业政策导向以及大农场具有资本和信贷优势的影响，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反向关系逐

渐减弱甚至变为正向关系。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各国等农业实践中，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
的正向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 Hallam，1991; Mundlak，2005; OECD，2012) 。
土地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间呈正向关系的原因主要归因于规模报酬递增( Lawrence 等，1990;

Christopher，2010) 和新技术应用的意识及动机。Chavas( 2008) 认为生产率与农场规模之间的正向关
系很可能是随着农场面积的扩大、农场主吸收新技术的结果。Sheng 等( 2014 ) 比较了澳大利亚不同
规模农场农业投入的边际报酬，发现大农场通过改变生产技术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而不仅仅是扩大

农场规模。其他一些研究，包括 Fare( 1988) 和 Diewert等( 2010)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事实上，小农场
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涉及到购买和使用新设备，还需要获得更复杂的管理、财务、技术等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农场在这些方面具有经验，能够提供更多的投资用于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这
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可见，技术进步和财务能力可能是决定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呈正
向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扩大农场规模。
除上述两种正反关系的结论与解释外，有学者也证实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并非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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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关系( 辛良杰等，2009; 瑞定杰等，2000) 。辛良杰等利用农业部在吉林省的农户固定观察点数
据实证研究了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发现当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于 2 公顷时反向关系很弱，
但超过 2 公顷时反向关系明显。瑞定杰等在对菲律宾农业详细研究后发现土地规模报酬有先增后减
的趋势，拐点出现在土地规模为 4 公顷处。可见，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环境、农地本身特性等因
素的影响，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范式尚未完全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

能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土地生产力进行了简单对比分析，另一方面通过构建

生产函数等线性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但以往很少有研究从数据和非
线性的角度出发内生分层探讨不同分层规模水平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农户( 或农场) 的单产
与其规模之间可能会因为生产力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尤其是因规模经济效应表现一定区间

特征。如果以主观因素划分规模生产力的区间会造成估计中的偏误。
门槛回归模型的优势在于既能对门槛值进行参数估计，又能对门槛值的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即

该模型在根据数据自身特点内生分层的基础上，不仅能够解释每个层面上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而且能够捕捉到发生结构变化的临界点。与主观设定临界点不同，门槛回归模型的特点在
于通过非线性方法内生确定结构突变点，并运用 Bootstrap 方法来计算检验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以便
检验门限效应的显著性，而且通过似然比检验( Likelihood Ｒatio Test) 构造“非拒绝域”的方法解决了
OLS估计量渐进分布非标准态的问题( Hansen，1999，2000) 。因此，门槛模型在计量方法上用较客观
的方式来决定不同的分界点，进而利用门槛变量的观察值估计适合的门限值，从而能够有效减轻主观

判定分界点所造成的偏误( 连玉君等，2006; 邵军等，2008; 谢杰，2012 ) 。因此，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模
型对农户经营规模进行分层检验基础上，对国际层面土地生产力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因果关系进行

考察和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为了准确把握土地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可能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本文采用门槛回归模型

( Hansen，1999，2000) ，根据数据自身的特点内生地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进而在各个子样本
内考察土地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间的关系。
根据 Hansen( 2000) 的门槛模型，设定如下方程形式:
y = α0 + α1x1 + α2x2 + L + αnxn + ε，q≤ γ
y = θ0 + θ1x1 + θ2x2 + Lθnxn + ε，q ＞{ γ

( 1)

其中，y为因变量; x1、x2、L、xn 为自变量，q为门槛变量，q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自变量的一部分，它被假
定为有一个连续分布; γ为特定的门槛值; α、θ为变量的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门槛变量 q的作用是
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组，在不同的组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解释关系存在差异。定义 β1、β2 为 m
×1 阶列向量，x1 为 m ×1 阶列向量，那么门槛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yi = β'1xi + ei，qi≤γ
yi = β'2xi + ei，qi≤{ γ

( 2)

其中，下标 i表示第 i个体，1≤i≤n，yi 为第 i个体，qi 为门槛变量，γ为特定的门槛值，ei 为随机误差
项。定义虚拟变量 di ( γ) = ( qi≤γ) ，其中( ·) 是指示函数，即对于 qi≤γ，( ·) = 1，否则( ·) = 0，那
么( 2) 式可以用单一方程表示为: yi = β'xi + θ'xidi ( γ) + ei。定义 xi ( γ) = xidi ( γ) ，那么上述方程组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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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β'xi + θ'xi + ei ( 3)
其中，β = β2 ; θ = β1 － β2。定义 y和 e为 n × 1 阶列向量，X和 Xγ 为 n × m阶矩阵，那么( 3) 式可以表
示为矩阵形式:

Y = Xβ + Xγθ + e ( 4)
由( 4) 式可知，对于任意给定的门槛值 γ，可以求出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S1 ( γ) ，并通过最小化 S1

( γ) 得到参数 β、θ的估计值，S1 ( γ) 的表达式为:
S1 ( γ) = ê( γ) 'ê( γ) = ( Y － Xβ̂( γ) － Xγ θ̂( γ) ) '( Y － Xβ̂( γ) － Xγ θ̂( γ) ) ' ( 5)
Hansen( 2000) 将门槛变量 qi 中的每一观测值均作为可能的门槛值，并计算对应的残差平方和 S1

( γ) ，其中能够使残差平方和 S1 ( γ) 最小的观察值为最优门槛值 γ̂，即:
γ̂ = argminS1 ( γ) ( 6)
当最优门槛值确定后，通过( 5) 式就可以求出其他参数的估计值。接下来还需要做两方面的假

设检验: 一是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二是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
第一个假设检验的目的是检验以门槛值划分的两组样本其模型估计参数是否显著不同，因此，原

假设为 H0∶β1 = β2，备择假设为 H1∶β1≠β2，同时构造 LM( Lagrange multiplier) 统计量:

F =
S0 － S1 ( γ)

σ̂2 ( 7)

其中，S0 为原假设下的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下，门槛值 γ 无法识别，那么统计量 F 的分布是“非标
准非相似分布”，其分布的临界值无法以模拟方式得到。Hansen( 1996) 通过 Bootstrap 方法获得了统
计量的渐进分布，并构建出渐进有效的 P值。
当确定某一变量存在门槛效应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即对原假设 H0∶γ = γ̂

进行检验，对应的备择假设为 H1∶γ≠γ̂。采用似然比统计量( Likelihood Ｒatio Statistic) :

LＲ1 ( γ) =
S1 ( γ) － S1 ( γ̂)

σ̂2 ( 8)

LＲ1 ( γ) 的分布也是非标准的，但 Hansen( 2000) 提供了一个简单公式可以计算出其非拒绝域，即

在显著性水平为 α时，当 LＲ1 ( γ) ≤c( α) = － 2ln( 1 － 1 －槡 α ) 时，不能拒绝原假设 H0∶γ = γ̂。其中，
在 95%的置信水平下，c( α) = 7. 35。
以上是单一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情况，多重门槛回归模型估计和检验的原理与之相似。

如果在门槛效应是否存在的检验中拒绝了 LM检验，表明至少存在一个门槛值，那么需要进行下一个
门槛值的搜索。具体做法是假设门槛模型中估计的第一个门槛值 γ̂1 为已知，根据门槛值 γ̂1 将样本

分割为两组，在两组中分别进行下一个门槛值 γ̂2 的搜索，在确定了两个门槛之后，继续进行 3 个门槛
的检验，以此类推，直到无法拒绝原假设 H0∶β1 = β2 为止。

三、数据和模型设定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世界农业普查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本研究样本量包括 123 个国
家( 地区) ，其中关于每公顷谷物产出( 单产) 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数据来自于世界农业普查数据库，其

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为了减轻年际间的波动，对各项指标数据 10 年的数据进行了
平均，时间范围为 1995—2004 年。
谷物单产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描述结果整理在表 1 中。因变量表示每个国家( 地区) 在 1995—

2004 年 10 年平均谷物单产，并作为土地生产力的代理变量。农户经营规模、每千公顷农地化肥投入
量和每千公顷农地拥有拖拉机数量为影响单产的投入因素。制度因素包括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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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重、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面积的比重以及个人拥有的农地数量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划分
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作为经济因素的虚拟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发达国家是

1，不发达国家是 0。同时，根据本文的选题意义，将样本划分为属于亚洲和不属于亚洲，并作为区域
因素的虚拟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属于亚洲是 1，不属于亚洲是 0。

表 1 单产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描述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每公顷谷物产出 吨 2. 99 1. 92 0. 01 9. 01
投入因素

农户规模 公顷 54. 56 0. 30 0 3243. 21
每千公顷农地化肥投入量 千吨 0. 11 0. 22 0 1. 84
每千公顷农地拥有拖拉机数量 千台 0. 05 0. 09 0 0. 66
制度因素

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块数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 % 0. 42 0. 35 0 0. 99
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比重 % 0. 12 0. 19 0 0. 86
个人拥有的农地数量的比重 % 0. 48 0. 49 0 1. 00
经济因素

是否属于发达国家 0. 17 0. 38 0 1. 00
区域因素

是否属于亚洲 0. 24 0. 43 0 1. 00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1 123 个国家( 地区) 的谷物单产与经营规模间因果关系的非线性估计结果

从农户经营规模上看，其均值为 54. 54 公顷，其中规模水平大于 100 公顷的有 7 个国家，包括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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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 3243. 21 公顷、阿根廷 582. 45 公顷、南非 288. 32 公顷、乌拉圭 287. 40 公顷、加拿大 273. 38 公
顷、新西兰 223. 43 公顷以及美国 178. 354 公顷。本文对 123 个国家( 地区) 的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
模间因果关系的非线性估计，从图 1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明显。
根据以上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有必要进一步对单产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规模水平上的因果

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设定的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lnyi = β0 + β'1Xidi ( qi ≤ γ) + β'2Xidi ( γ1 ＜ qi ) + ei ( 9)
其中 qi 为最优门槛变量，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自变量的一部分; Xi 为( x1，x2L x8 ) '; β0、β1、β2、γ1 为待

估计参数，其中 γ1 为门槛值; ei 为误差项。

四、估计结果分析

本部分首先详述了在农户经营规模和人均 GDP之间选择最优门槛变量的过程，然后对不同规模
水平上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 一) 门槛变量的选择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最优门槛变量的选择方法，本文构造了 LM 统计量，并运用 bootstrap 方法获得相应的 P
值( Hansen，1999) 。
首先，进行第一轮门槛变量的选择，结果表明农户经营规模变量是有效的门槛变量，再利用( 7 )

式似然比检验得出门槛值为 12. 474 公顷( 见表 2) ，其 95%的置信区间为［1. 400，12. 717］。其次，对
于小于 12. 474 公顷的 86 个样本进行第二轮门槛变量选择检验，检验结果不显著，因此不再对子样本
进一步分割。第三，对于大于 12. 474 公顷的 37 个样本进行第三轮门槛变量选择检验，检验结果也不
显著，因此不再对该子样本进一步分割。可见，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检验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 12. 474 公顷上出现了结构性突变。
为了验证上述非线性结构，进一步对不同门槛变量间谷物单产和农户经营规模的关系进行了非

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展示在图 2 和图 3 中。表明通过门槛变量对样本进行划分进而在不同样本组上
开展实证分析是有必要的。

图 2 经营规模≤12. 474 公顷时单产与经营
规模间因果关系的非线性估计

图 3 经营规模 ＞12. 474 公顷时单产与经营
规模间因果关系的非线性估计

( 二) 不同规模水平的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上述门槛变量的选择结果分别对子样本进行了回归估计。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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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块数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与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
比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鉴于此本文采用岭回归分别对每个子样本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整理在表

2 中。

表 2 不同农户经营规模水平上的模型回归结果

项目

因变量: 谷物单产

经营规模≤12. 474 公顷 经营规模 ＞ 12. 474 公顷

模型 1 模型 2

估计结果 弹性 估计结果 弹性

自变量

投入因素

农户经营规模 66. 660＊＊ 0. 233 － 0. 250＊＊ － 0. 042
( 30. 259) ( 0. 117)

每千公顷农地化肥投入量 1. 675＊＊ 0. 168 0. 291 0. 041
( 0. 645) ( 0. 198)

每千公顷农地拥有拖拉机数量 1. 222 0. 047 1. 145 0. 073
( 1. 054) ( 0. 752)

制度因素

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块数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 0. 694＊＊ 0. 373 0. 188 0. 029
( 0. 332) ( 0. 376)

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比重 0. 155 0. 027 － 12. 382＊＊＊ － 0. 095
( 0. 586) ( 4. 192)

个人拥有的农地数量的比重 － 0. 109 － 0. 041 0. 175 0. 123
( 0. 187) ( 0. 160)

经济因素

是否属于发达国家 0. 248 0. 494＊＊＊

( 0. 440) ( 0. 134)
区域因素

是否属于亚洲 0. 346* － 0. 133
( 0. 201) ( 0. 219)

常数项 － 0. 289 0. 979＊＊＊

( 0. 221) ( 0. 144)
样本数量 86 37
沃尔德统计量 32. 713＊＊＊ 47. 172＊＊＊

F值 4. 089 5. 897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0. 301 0. 619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统计显著性水平

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看，农户经营规模、每千公顷农地化肥投入量、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块数
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5%，是否属于亚洲的虚拟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10%，
其他变量不显著。
在该模型中，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估计系数为 66. 660; 谷物单产对农

户经营规模的弹性为 0. 233，表明农户经营规模扩大 10%，谷物单产增加 2. 33%。这种关系与很多发
—01—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年第 2 期



达国家的单产与规模间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 Hallam，1991; Mundlak，2005; OECD，2012) ，但与 Sen 等
( 1962) 和 Fan( 2005) 等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出入。
在投入因素中，每千公顷农地化肥投入量和每千公顷农地拥有拖拉机数量与单产之间呈较强的

正向关系，其估计系数分别为 1. 675 和 1. 222; 谷物单产对化肥投入的弹性为 0. 168，表明化肥投入增
加 10%，谷物单产提高 1. 68%。
在制度因素中，谷物单产与小于 2 公顷的农地块数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之间呈较强的正向关系，

估计系数为 0. 694; 谷物单产对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块数占总农地块数的比重的弹性为 0. 373，表
明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数量的比重增加 10%，谷物单产增加 3. 73%。
从区域因素看，谷物单产与是否属于亚洲的虚拟变量之间也呈正向关系，估计系数为 0. 346。可

见受自然禀赋和人口数量的影响，亚洲国家( 地区) 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有助于单产的提高。
从模型 2 的估计结果看，农户经营规模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5%，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面积占

总农地面积的比重和是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因素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1%，其他变量不显著。
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呈显著负向关系，估计系数为 － 0. 250; 谷物单产对农户经营规模

的弹性为 － 0. 042，表明农户经营规模扩大 10%，谷物单产下降 0. 42%。这与 Fan等( 2005) 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也进一步表明以往单纯认为单产和经营规模间为正向或负向关系的观点需要进一步商榷。
在制度因素中，谷物单产与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比重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估计系数为 － 12. 382; 谷物单产对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比重的弹性为
－ 0. 095，表明当规模小于 2 公顷的农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比重增加 10%，谷物单产下降 0. 95%。
从经济因素看，谷物单产与是否为发达国家( 地区) 的虚拟变量之间呈正向关系，估计系数为

0. 494，表明当农地经营规模大于 12. 474 公顷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地区) 相应农业技术水平
也高，导致单产水平相对较高，很多学者得出相同的结论( Fare，1988; Diewert 等，2010; Chavas，2008;
Sheng等，2014) 。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生结

构性突变，呈非线性关系。当农户经营规模小于 12. 474 公顷时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在农户经营规
模大于 12. 474 公顷时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这表明在农地经营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单产随着农地经
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是当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单产与农地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

性突变，单产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可见，农地经营规模不一定越大越好，这与 Sheng 等
( 2014) 的观点不同。Sheng 等认为澳大利亚的大农场比小农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在获得先进
农业技术的能力、抵御市场风险、农场经营管理等方面，大农场比小农场更具优势。研究结论的差异
可能归因于研究对象的不同。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 123 个国家( 地区) 1995—2004 年平均值的农业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在农户经营
规模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对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得出如

下结论:

第一，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谷物单产与农户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突变，呈非线

性关系。由前文分析可知，保持适度的农户经营规模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借鉴国际经验，
适应我国国情，建议采取多种形式的奖补政策加强引导，促进形成适度规模的粮食生产。
第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产的提高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相应

农业技术水平也高，导致单产水平相对较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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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欠发达地区并存，即使同一省域内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规律对我国各地从经济发展阶段实际出
发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三，对于亚洲来说，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有助于单产的提高。表明受自然禀赋和人口数量的影

响，亚洲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有助于单产的提高。我国现有承包农户 2. 3 亿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广大承包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和数量最多的主体，因此在加大扶持规模经营

主体的同时，要继续加大小规模农户的支持力度。
第四，因不同国家在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考虑单产影响因素

时，除了关注农地经营规模的非线性因素外，还要考虑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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